
 1 

政治學中建立厚資料傳統的契機與挑戰 
 
 

劉正山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 

本文發表於 2016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  
2016.11.25-26@東華大學 

 
 

摘要 
 

社群網路普及和大數據（big data）的思潮帶動了政府與企業對於資料分析的需

求。即使大數據的發展正旺，對於大數據的限制及反思也正在企業管理、社會科

學中興起。本文所倡議的厚資料（thick data）途徑是由資料中挖掘出意義，而不

只去探索或描述趨勢。有別於傳統的用質化量化二分法來看待現今的這個大數據

與厚資料風潮，也就是單純的把大數據等同於量化分析、或是把厚資料當作是質

性方法的代名詞，本文將從知識論的論述出發，將大數據必需融合厚資料觀點，

以及厚資料不必只是人類學的口號的思維系統性的呈現出來。隨著大數據分析的

平民化及大數據在分析端終究要成為小數據的技術及實務面趨勢的浮現，政治學

經驗研究的傳統，正視厚資料所代表的「人腦開發意義」的思維將有助於學門與

企業及政府治理接軌。本次發表將從知識論及方法論呈現「厚資料途徑」的意

義，並輔以網路調查平台 smilepoll.tw 的運作經驗作為例子，談談網路調查平台

如何能夠成為訪談及收集定群追蹤資料（同一群人不同時間受測）的工具，同時

成為厚資料方法論下所需要的資料收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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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大數據發展思潮與知識建構的反思  
近 10 年可以說是個資料和技術引領求知的時代。隨著社群網路的快速發展及資料量快

速累積，大數據（big data）的概念風行，帶動眾多研究領域（如心理學、管理學、傳

播學、語言學）掀起了「資料導向」（data-driven）與「方法導向」（ method-
driven ）的研究風潮，研究者紛紛開始從規模龐大的資料中探勘現象的發展趨勢。  
 
資料導向的研究成為顯學之際，我們也見到伴隨的反思風潮。 強調規模龐大、牽涉廣

而繁雜的資訊分析技術，容易讓學界容易減弱對資料意義發掘的注意力。若是將人文

素材的數位化當作是研究課題，或是只著眼於技術應用層面，忽略知識論、方法論的

知識建構層面，那麼人文社會科學的意義反而更加邊緣化（項潔 , 2011）。 
 
意義是社會科學中非常重要的知識建構基礎，且這些知識基礎涉及了群眾及組織的情

緒、個性、以及行為和偏好，它們無一不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知識面向。因此，社會

以及社會科學界對於決策者及公民偏好的形成，以及行為及決策的原因（包含觀念、

信念，以及這些行為偏好、持續或改變的相關知識），有強大的需求(Madsbjerg & 
Rasmussen, 2014; Uprichard, 2015)。所以，若要深化民主，並且不要讓決策者只是跟在

資料後頭決策，我們還需能掌握資料所提供的意義、價值及述事，來呈現公民的價值

取向。 
 

大數據在社會科學的的功用是提供「更豐富版本 的關於人類行為及互動的資料」，也

就是擴大現有的資料範圍，讓取得的資料來協助設計更精確的實驗、進行更好的母體

群體之間的比對，並觀察到以前較難以觀察到的人類行為（Monroe, et al., 2015）。換

言之，大數據能協助實證主義者仰攻「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這個更高的目

標。相對「小」的資料（例如訪談、民意調查資料等）或許不具技術上的價值，但仍

不失在社科上的價值 (Gray, Jennings, Farrall, & Hay, 2015) 。對於實證主義的知識建構

立場來看，小資料能夠協助產生假設 (Rasmussen & Hansen, 2015) 。 
 
不過，即使用這個角度來為「小數據」加值，也無法掩蓋目前大數據潮流所面對最大

盲點，就是專注在挖掘資料及發展資料分析技術的同時，正視發掘崁在資料中豐富意

義與故事的價值，以及學習相關的研究方法。因此，這個大數據目前還貢獻不到的非

實證主義知識建構，非常值得社科學者（尤其是有相當方法論傳統的政治學者）投入

研究和論述。 
 
 
（二） 現行非實證主義知識論體系的紛雜 
實證主義的論述無疑是現今社會科學的主流，從理論建立、假設推演、資料檢證假設

的知識論、方法論及研究方法發展十分成熟，近年更走向因果推論（causality）及實驗

方法。不過，當前實證主義之外的知識建構體系出現紛雜，眾多研究方法在沒有知識

論作基礎的狀況下各自為政的現象。 
 
知識論體中，除了實證主義之外，尚有科學實存主義（scientific realism）、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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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sm）及詮釋主義（Interpretativism ）等。科學實存主義與實證主義呼應，但

更強調機制的重要；用實用主義強調行動與解決問題才是知識；詮釋主義則以反實證

的角度強調人的問題的複雜性及不可化約性。因此，由實用主義及詮釋主義延伸出的

方法論及研究方法不同於以假設檢證及邏輯推導為核心的實證主義及科學實存主義。 
  
當前大數據的風潮所帶起的資料科學（data science），強調資料導向研究（data-
driven），重視對資料的「觀察、探索與意義發掘」。這反襯出了目前社會科學界在追

求理論導向研究（theory-driven research）時對於「觀察、探索與意義發掘」的冷落。 
data-driven 與 theory-driven 之間不但出現了技術上的新壁疊，甚至也出現了 data-driven
為貴的學門對以 theory-driven 為貴的學門之間相輕的現象。社會科學因此必需面對從

研究議題乃至就業市場上被邊緣化的困境。 
 
因此，非實證主義的各種研究方法，以及這些方法的價值需要被整合、討論及再認

識。誠然，在諸多不同的知識論及方法論途徑中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甚或是天真的

以調和論來追求某種知識論上的一統。最可行的思考方式，是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之層

次，找出能夠推動「觀察、探索與意義發掘」的方法論，並整合相關的方法和工具。 
 
 
（三）數位人文的發展趨勢 
數位人文一詞起源於二戰之後由 Roberto Busa 神父啟動的「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研究，亦即以電腦輔助記錄經典的文本，以便進行更有系統的神學研究。

到了 1980 年代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計畫便開始展現人文結合

電腦的企圖心。就窄義來看，數位人文就是結合大是數量材材，運用資訊科技，來進

行人文研究，目的是重新發掘出「前數位時代」中難以觀察的現象、無法想像的議題

與無法進行的研究，其背後的價值（項潔， 2011a）。就廣義來看，數位人文這個詞

的定義已超過二十個。11 由近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及國際學者作品可以看出，數位人文

已超越了「數位典藏」，不再只是強調電腦與人文的合併概念而已，而是成了「利用

資訊科技從事人文和社會研究」的代名詞 (Gardiner & Musto, 2015; Gold, 2012; 
Schreibman, Siemens, & Unsworth, 2016) 。台灣自 2002 年起追上這股潮流，尤其自

2009 年起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舉辦了第一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國際研討會、推出一系列數位人文研究叢書討論數位人文在史學及文學的應用之後

（項潔, 2011a; 2011b; 2011c; 2014）帶來了重新聚焦的效果。數位人文的理念強調 1.產
生文本礦脈；2.將人文與社科學門中重視意義發掘的傳統重新 標舉出來；3.結合資訊

科技，讓過往可能流於過度主觀的詮釋（例如，挑 選關鍵詞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主觀的

事），找到一個客觀的基礎，讓眾多文史社科的研究者能在的相對主觀的描述與詮釋

上，建構相對客觀的知識。 
 

這個數位人文理念與上述對於社會科學資料的「觀察、探索與意義發掘」關懷是一致

的。這個關懷中，與社科最相關的研究方法是文字探勘方法（text mining）。這個方法

利用「詞頻分析法」及「切詞」技術，以統計方式處理一個或多個或多組「關鍵

                                                
1	

http://www.artsrn.ualberta.ca/taporwiki/index.php/How_do_you_define_Humanities_Computing_/_Digital_Hu	

manities%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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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作為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資料集。細言之，這個研究方法包括兩個環

節：首先，研究者計算「關鍵詞」出現頻率來呈現某種現象的趨勢，再結合詮釋來呈

現歷史事件或概念形塑和演變過程。接下來，研究者找出關鍵詞之間的關聯或叢集，

進行更深入的現象背後的意義發掘。舉例來說，在史料文本中檢索「朱一貴」三字，

除了可以發現朱一貴事件直接相關的人物外也可以看現有相當數量關於林爽文事件的

人物。讓兩者之間的潛在關聯浮現，值得加入更多解釋與詮釋（項潔、涂豐恩, 
2011）。目前，世界各主要從事數位人文的文字探勘工程團隊之中最受重視的，應屬

哈佛大學政府系的 Gary King 教授的團隊。Gary King 團隊目前最受重視是研究成果，

是利用文字探勘方法分析社群媒體網上留言，發現中國政府在網路上輿論監控時首要

的並不一定是政治敏感字眼，而是可能引發集體行動的字眼 (King, Pan, & Roberts, 
2013) 。這個知識建構的方式，與統計學中一個重要傳統—探索式資料分析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十分相似，只是研究工具不同。若是不同領域學者之

間確實依循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知識發展信念（知識論），那麼這個研究途徑就值得被

進一步勾勒出來。 
 
 
二、厚資料：是一種方法論（途徑），而不是一種資料 
 
從資料中挖掘意義其實並不算新的概念。它的核心內涵很早就在人類學中被運用，這

個方法叫作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由 20 世紀美國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1973) 提出。從人類學到社會科學有很多學者都在從事人類行為及文化的觀察工作，

他們擁有對脈絡掌握及述事的能力，所收集到的、具有豐富意義和故事的資料其實就

是厚資料最原始的意思。「厚描述」或「厚敘事」（thick descriptions）的概念，是今

日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ology）的核心價值。 

 

厚資料（thick data）這個名詞則是大約在 2013 到 2014 年間被創造出來，一開始是針

對大數據強調的 data 一詞，從人類學的立場來強調能夠持續被開發出新義及故事的資

料的重要性。就從這個「探索+描述+詮釋」的目標來看，這個名詞已超越人類學，反

映的是個方法論的立場。畢竟從人文到社科，資料的型態多樣（例如文本、圖片、聲

音、影片等），不是只有人類學的資料才是 thick data。所以 data 一詞無法且不宜被窄

化為（大數據概念下）只能供機器讀取和分析的資料，或是純然（人類學觀點下）田

野調查的資料。 

thick data 一詞一起始看起來像是 big data 的對照，但是仔細推敲後會發現，大數據與

厚資料它們並不是相反詞，也不是單純的互補。Thick data 被賦予了知識論上「探索與

詮釋」的期待。 我們可以看到厚資料不必然需要成為大數據；而當大數據能被開發出

豐富意義的時候，大數據也會是厚資料。這個「未來的研究必需平衡大數據與厚數

據」 的觀點目前已在管理學界及實務界流傳和討論 (Madsbjerg & Rasmussen, 2014; 
Tencer, 2014) 。 
 
至於厚資料裡所強調的詮釋，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詮釋學派的知識論立場。詮釋學派關

心人們的社會行為所賦予的意義，從而對文本（text）和行動加以解釋或發現某些事件

的關聯，得出有關於社會的詮釋。對詮釋學派來說，由於意義依附在特定社會及時空

上，因此進行厚描或敘事都是暫時、局部的主觀詮釋 (Marsh & Stoker, 2002, p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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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由此來看，描述與詮釋都能產生意義，兩者在「產生意義」的目的下，可以分也

可以合。無論是單就資料的描述來產生意義，還是在描述後加以系統性的詮釋來產生

意義，都有其價值。不過，厚資料這個途徑與詮釋學派不同之處，在於「資料本身是

客觀存在」的觀點：厚資料途徑下，針對客觀資料的詮釋，並非完全主觀，而是相對

主觀。若是資料得以客觀地存在，那麼即使不同研究者各自的主觀的詮釋也有其邊

界，甚至在資料面前，相對的主觀詮釋也能產生客觀的知識。 

我把這個「探索+描述+詮釋」的求知立場，當作是一個知識建構的方法論，將這個隱

藏在社科不同學門的研究方法之中，得以串連多個不同研究方法的方法論立場叫作

「厚資料途徑」，也就是： 
 
探索 + 描述 + 詮釋 = 厚資料方法論（a thick data methodology）或厚資料途徑

（a thick data approach）。 
 
 
這個方法論中，質性與量化的區隔必要性不高。例如調查法與焦點團體法在傳統上分

別被稱為「量化」與「質性」方法，但是在這個厚資料途徑的視野下，都可以為意義

發掘這個目的所用。這種具詮釋學研究的厚資料觀點，便可以做出與以理論導向的實

證研究傳統不同的貢獻。以驗證理論為目的研究，基於理論承載的要求，資料用於理

論檢證或是粹取理論，而非意義的開發、描述及詮釋。以民意調查為例，由於不斷受

到樣本代表性困擾（例如手機普及、行為意義的忽略、民調資料私有化、資料視覺化

技術未成熟），故除非持續擴大採樣對象以及加權外使其較有代表性，否則難以有效

驗證理論 (Dillman, Smyth, & Christian, 2014; Lee & Valliant, 2009; Mutz, 2011; Paolacci 
& Chandler, 2014; Paolacci, Chandler, & Ipeirotis, 2010; Romaniuk, Patton, & Carlin, 2014; 
Steinmetz & Tijdens, 2009) 。但從厚資料觀點來看，若不強調代表性之後，資料也可能

有其貢獻。實證主義的心理學透過小樣本結合實驗方法，仍推進了整個學門的進展；

同樣的，在厚資料途徑下，即使是用於假設檢證的調查資料也可以出現以探索為目的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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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厚資料途徑的知識地圖 

 

 

知識論是方法論的根，而方法論的選擇會影響研究方法的選擇（Hay, 2002）。以下，

我進一步從方法論層次與研究方法層次，進一步勾勒厚資料途徑這個系統。由「厚資

料途徑的知識地圖」（圖一）可以看出，厚資料作為一個方法論，包括了知識論層次

的非實證主義、方法論層次的詮釋主義與實用主義，以及方法層次的詮釋與探索型資

料分析方法。這些方法所對應的資料類型則包括了數字及文字資料。 

知識論層次來看， 實證主義是當前的學術主流，以理論建構與驗證（亦即「以原理解

釋現象」）為求知的目標。在非實證主義的知識論立場中，實用主義「不帶著理論目

的進行探索」、「解決問題的行動即是知識」的求知立場，與詮釋主義的「論述和意

義即知識」的立場，與實證主義扞格不入，自然不受實證主義者所青睞。由於詮釋主

義不強調探索、實用主義不強調描述與詮釋，因此厚資料方法論不獨依其中一支，而

是兼容這兩個知識論立場。 

就方法論及研究方法層次來看, 目前並沒有一個名詞能同時含括以「探索 + 描述 + 詮
釋」作為目的的方法論。我們所見，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詮釋方法（interpretation）與統

計學中的探索型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最接近這個「厚資料方法論」的

內涵。這兩種方法論著各自包含一系列尚未「整隊」的研究方法：「資料詮釋」

（data interpretation）、「說故事」（story-telling）/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以及民族誌（Ethnography）/田野調查（field survey）可統稱為詮釋方法。2 「Q 方
                                                
2	「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是種捕捉語意的方法。近年以網路海量文本資料作為的論述分析資

料來源的，則稱為數位論述分析(digital	discourse	analysis)。論述分析的方法，目的是主觀詮釋文本，以

助讀者	明白言說者的思路	(Gee,	2014a,	2014b;	Page,	2014;	Tannen	&	Trester,	2013;	Thurlow	&	Mrocz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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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Q-method）、「多元對應分析」（ Multiple Correspondent Analysis, MCA）、

「文字探勘」（text-mining）、「個案比較法」（case comparison）等均是屬於樣態識

別（pattern recognition）的方法，可統稱為「探索型資料分析方法」。 
 
至於這些研究方法所對應資料類型，則如上所說，包含了文字資料（textual data）以

及數字資料（numeric data）。這些研究方法均可處理文字資料，而以民意調查資料為

分析對象的多元對應分析法及以訪談資料為分析對象的 Q 方法，則可同時文字及數字

資料。至於其他類型的資料（如照片、錄音、影像、動漫、音樂等型態的資料）仍然

可視為是可運用「厚資料途徑」發掘意義的礦脈，包括的範圍從一般民意調查、企業

財務報表、新聞報導、政府公報、政治開放數據（open data）到政治人物言談、群眾

意見、行為數據等，已含概絕大多數的資料型態。若我們把文字或所有的數位化資料

比喻作礦脈，那麼厚資料途徑下的各種研究方法便可視為是開採這個意義礦脈的工

具。在這個方法論體系中，研究者不只滿足於所探勘出的礦石（資料），而同時在乎

礦石中的貴金屬（意義）。 例如使用 Q 方法與多元對應分析法的研究者會從受訪者意

見中匯整出意見的樣貌與類型；使用文字探勘的研究者會呈現透過詞頻分析的統計技

術找出特定或不特定詞彙出現頻率以及關鍵詞連結叢集，辨識出特定概念發展與變

遷；使用個案比較法的研究者著眼於如何透過個案比較，捕足現象（如民主化）的發

展模式；使用詮釋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將以「說故事」或田野觀察論述分析如何勾資料

或現象背後的意義。 

 
三、厚資料觀點下的民調資料收集 
 
2011-2013 年我擔任中山大學民意與市場調查中心主任期間，看到許多當前以電話調查

進行研究的限制，並開始構思及籌畫一個網路調查平台，作為與電訪業務的互補。 
 
當前電話調查訪問的限制包括了（1）電訪成本節節上升到一般研究者負擔不起；

（2）一般電訪單位所訓練出的學生因為忙於電訪操作的細節而對資料分析的市場脈動

失去靈敏嗅覺；（3）電話調查的觸及或含蓋率節節下降，連它能宣稱的樣本代表性也

已失色；（4）因為「產學合作」，電訪資料清一色被委託單位私有化，無法釋出供民

眾加值取用；（5）往往因委託者的需求、成本以及電訪問卷長度的限制，問卷的內容

偏向淺碟化，既無法深入問到問題的核心，又無法讓受訪者從訪問中得到什麼收穫。 
我當時並無足夠的資源、時間，來面對解決這些令我擔憂的困境。 
 
令我擔心的，除了電訪業務及學生訓練無助於學生累積就業能力之外，還有以下幾

點：（1）新聞報導常出現錯用或濫用民調知識「製造」錯誤或引導式的新聞；（2）

網路調查根本沒有母體也無從抽樣，但使用者和報導者卻常魚目混珠，讓專業沉淪；

（3）民眾對民調普遍反感，因為調查項目往往是以委託者為出發點，為委託者服務，

所以政策、選舉和商業活動之外幾乎其他型態的調查內容存在；（4）民調產業面對正

在起飛中的大數據應用，以及開放資料（open data）思潮無動於衷，甚至到了 2013
年，即使是政府大力推動開放資料，也還未到把」取之於民該還於民」的政府民調資

料，放入應該同步推動開放的清單之中。更不用說立法院尚未正視這個「民調資料透

                                                
2011;	Wortham	&	Reyes,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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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化」的理念，推動立法，讓公民取得資料問卷了。我在 2011 年已略嗅出這些問題，

也覺得這是個需要先有磚才有玉的事業，所以我就先自己來燒磚。 
 
在教育部及科技部計畫的經費支援下，我籌組了師生團隊，建置了「微笑小熊調查小

棧」（smilepoll.tw）平台，於 2012 年上線，在非常有限的資源協助下，運作至今。隨

著參與人數逐漸增加（註冊會員超過 6,000 人，每超過 20,000 人次填寫問卷，累積出

的且釋出的網路調查資料已超過 120 筆）。目前每月提供 3 到 5 筆不同主題的問卷供

民眾參與，每份調查參與人次約為 600 人。小棧透過抽獎活動控制成本，但也已成功

吸引許多非會員民眾加入，並及成功驅動會員持續參與網站的問卷調查的興趣。我將

收集到的問卷調查報表與資料檔在兩週內發佈到網站上供會員登入官網後閱覽與下載

（如圖二所示），並將分析結果同步發布於臉書粉絲專頁及部落格。頁面上會記載每

份調查名稱、時間、參與人數，以及各資料下載的情況。民眾不需經過繁瑣的索取的

程序即能自由下載。 
 
 
圖二、 smilepoll.tw 的開放資料 

 
 
 
小棧作為厚資料途徑理念的實踐，除了提供學術上的方便抽樣（convient sampling）的

資料外，其受訪者可被反覆接觸的特質才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地方。這個社群的存

在及持續擴張，將讓學者得以打破研究方法量化質化的界限，透過網路問卷直接進行

質性訪談，或從線上走到線下進行約訪，更可以透過串連資料庫的方式研究態度或價

值變遷，以及透過實驗設計進行理論的驗證。換言之，「微笑小熊調查小棧」象徵

的，是能讓一群不完全為物質利益而參與問卷、隨時反映想法，支援學術調查的自由

的理想成真。「微笑小熊調查小棧」的存在，也開啟了社會科學學門、人文學科、管

理以及資訊管理學門真正產生合作的可能。它的重要性不再只是「跨」學門（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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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而是以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所產生出的學門消解融合（synergy of 
disciplines）。  
 
這個平台所能進行的調查型態包括了一般意見調查及 A/B 分群實驗，但最特別的是它

能隨著研究者的需要，進行質性的調查。舉例來說，一般的電訪問卷只能問到受訪者

的統獨偏好，但 smilepoll.tw 允許研究者進一步探詢每個偏好的意義。如圖三所示，受

訪者得以在沒有壓力的狀況下，自由勾選或書寫對於維持現狀的想法，呈現出豐厚多

元的偏好。研究者甚至能進一步（在知情同意前提下）約訪這些會員，讓線上和線下

的訪問及意見探索的研究不再有隔閣。 
 
 
圖三、質量合一的民意調查舉例（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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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結論 
 
目前國際知識社群才剛始在「厚資料方法論」進行論述，因此這個論述具有集結國內

學者、面對國際，甚至在新興議題上取得國際上發言權的潛力。就知識建構來看，非

實證主義的許多研究方法目前仍散在不同學門中，需要更有系統的互動與激盪，來產

生如實證主義一樣的知識生產力道。具體來說，我期待這個論述有助於將長年持有相

同知識論立場（例如都採歸納途徑或是詮釋途徑進行研究） ，但不一定相識的學者，

開始在方法論層次進行交流。雖然本文是從非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出發，但並不是為了

排斥實證主義而寫，而是站在知識論的多元主義立場（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期待

看到更多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之間的對話，進而減少非必要的批判與相輕。  
 
由知識論的多元主義立場帶出的是「方法論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採取厚資料途徑的最大優點在於，從這個視野所看出去的求知世界，諸多為了理解而

存在的研究方法之間沒有隔閡。一些既存但已長年未受到重視的研究方法將得以有一

個新的姿態重新站上研究的舞台。例如「Q 方法」、「多元對應法」、「個案比較

法」等。至於「資料詮釋」和「說故事」等由下而上的資料及其意義探索方法，也將

變得值得政治學者重視與學習。社科學者的研究工具箱在厚資料途徑視野下將變得更

大更豐富。 
 
從資料性質來看，厚資料途徑視 「資料」（data）為「意義的礦脈」（mine of 
meanings），讓資料由客為主，提供了實證主義「資料是手段，理論才是目的」之外

的選擇。從「探索 + 描述 + 詮釋」的方法論來看，用於探索、描述與詮釋的「資料」

的型態無限寬廣，包含了質性（像是民族誌或圖片影音）與量化的資料（例如文字資

料庫和民調資料），因此傳統的質化量化研究方法的二分法，甚至是方法論上的對

立，將會被淡化，變得沒有必要。也就是說，在這個厚資料的觀點下，資料使用者不

必硬分質性還是量化，未來的研究者及決策者將會把重點移到在能夠從中資料中挖掘

出多少豐富的意義，為此引介或開發新的資料分析方法。 
  
第三，從人才培育來看，厚資料途徑下所看到的政治學，是一個全新的看待人類社會

生活資料的觀點。厚資料途徑在意義產出過程中包括了收集、分析及解讀三個環節，

因此厚資料觀點下的政治學研究訓練將強調： 
1. 資料的創造力：創造或收集具有豐富意義的資料的能力（如設計具有深度的問

卷）。 
2. 資料的分析力：發展及學習挖掘意義的方法，也就是經由訓練來自行分析並且

正確解析出意義礦脈的能力。 
3. 資料的詮譯力：看出被挖掘出來的意義並正確應用到治理、洞悉問題上及預見

潛在問題的能力。 
 
即使社科界追不上（也不必追）產學界對「資料科學」及「資料科學家」的概念及產

業形塑工程，政治學界仍有足夠的潛力開創新的路徑。資料科學已短時間內成為結合

大數據、資訊工程、統計學、圖像視覺化等領域的新興的新產業。不過，未來的資料

科學將不只需要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s）、資料新聞專家（data journalists），也

將愈來愈需要資料鑑賞家（data story-tellers）。若能在此戰略構想上進行新一代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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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培育，政治學將有機會重新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大數據」這個概念已經將

資工、資管、財金、應用數學、統計人才整合起來；「數位人文」已將歷史、哲學、

文學、社科與資訊科學整合起來；現在，「厚資料」將足以將從事社會、政治、經

濟、社會、教育、心理、企業管理、財務金融、傳播行銷、新聞視覺化等領域的學者

融合在一起，產官學界將可以依此形塑全新的合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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